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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态承载力核算是进行保护地科学保护和有效利用的重要基础。 多类型保护地是多种类型的保护地分布集中、相邻相

连、交叉重叠的地理空间。 研究将多类型保护地功能空间与生态系统服务相对应，划分为生态空间、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游憩

空间，在此基础上将多类型保护地生态承载力定义为生态系统在这四类空间中维持其重要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能力，并将其划

分为自然基础承载力、社会经济活动承载力以及游憩承载力，构建了适用于多类型保护地的生态承载力核算框架模型。 以三江

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为案例区，进行了生态承载力核算。 研究能够为多类型保护地经济建设规模、结构与布局优化调控研究

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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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是推动我国保护地体系改革的基本导向和关注重点［１］。 我国

目前已形成包括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湿地公园、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等保护地在内的

多类型自然保护地体系［２］。 生态承载力将生态资源和环境问题统一考虑，将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系统联系

起来，是进行自然保护地科学保护和有效利用的基础。 确定适宜经济增长和自然保护和谐发展的生态承载力

阈值，是保护地生态系统健康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
各类型保护地的生态承载力是近年来学者们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 关于生态承载力的定义根据研究视

角的不同而各有差异［３］，但总体而言，生态承载力的概念经历了物种［４］、人口［５］、资源［６］、环境［７］、资源环

境［８］、生态系统［９］等视角的演变过程，逐步完善为对“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社会经济”的复合生态系统综合承

载能力和对承载对象所施加压力的反映［１０］，具有多样性和综合性的特征［１１］。 现有生态承载力的计算方法包

括生态足迹法、状态空间法、人类净初级生产力占用法、指标评价法、系统动力学模型法和生态系统服务消耗

评价法等，每种方法都有其各自的特点、侧重点、适用对象和适用范围［３］。 在国内保护地生态承载力的研究

上，各学者利用不同的方法分别在国家公园［１２］、自然保护区［１３⁃１４］、森林公园［１５］、地质公园［１６⁃１７］、湿地公园［１８］、
风景名胜区［１９］等不同类型保护地进行应用，丰富了生态承载力核算在保护地体系中的实证研究。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

指导意见》，指出要整合各类交叉重叠自然保护地，解决自然保护地区域交叉、空间重叠的问题，归并优化相

邻自然保护地，实现对自然生态系统的整体保护。 然而，现有的保护地生态承载力理论和实证研究大多针对

单一类型保护地，并且根据保护目标侧重于核算其某一类承载力，尤其以旅游和环境承载力为多，且计算方法

且以指标评价为主，定量核算较少。 目前缺少一个适用于多类型保护地生态承载力核算的分析框架，能够对

原有单一类型保护地生态承载力核算方法进行梳理与整合。 因此，本研究尝试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明确多

类型保护地生态承载力的概念和内涵，建立适用于多类型保护地生态承载力的核算框架和模型，并以三江源

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为例，对保护地生态系统的生态承载力进行核算。

１　 概念内涵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将保护地 定义为具有明确边界，经过法律或其他有效的方式得到认可、承诺和管理，
以实现对自然及生态系统服务与文化价值进行长期保护的地理空间［２０］。 基于研究目标，本文将“多类型保护

地”定义为：存在多个类型的保护地分布集中、相邻相连、交叉重叠现象的地理空间。 在这一概念下，多类型

保护地生态承载力核算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对这些交叉重叠的地理空间中的生态承载力进行合理分类与

整合。
前人所提出的生态承载力的概念根据研究问题的侧重点而有所不同［３］。 但根据相关研究的梳理，生态

承载力的核算逐渐侧重于将生态系统作为一个整体考虑，即“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社会经济”复合生态系统承

载能力与承载对象压力的反映［１０］。 从生态系统整体的角度来说，保护地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较高和较为敏

感的区域［２１］，即便不同类型保护地的保护对象、资源品质和利用强度有所差异［２２］，其最终目标都可以归为对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保护和管理。 因生物多样性的自然属性差异，在一定地理空间内会有某一类生态系统服

务处于优势地位，因此，保护地的地理空间可以依据不同优势生态系统服务进行分类［２３］。 在确定主导生态系

统服务的地理空间范围之后，就可以根据不同地理空间承载对象的活动特征，识别出该空间内起主导作用的

生态承载力。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选择从生态系统服务的视角，对多类型保护地的地理空间进行基于主导

功能的划分，将已有的保护地生态承载力核算方法进行分类整合，提出适用于多类型保护地生态承载力核算

的框架。
生态系统服务是指人类从生态系统中所获得的效益和福祉，包括供给服务、调节服务、文化服务和支持服

务四大类［２４］。 其中支持服务是其他服务的基础［２５］。 在国土空间规划理论中，生态系统的功能空间包括生

态、生产和生活 “三生空间” ［２６］，分别对应生态系统的生态功能、生产功能、生活功能。 其中生态功能是指生

５９７４　 １４ 期 　 　 　 刘孟浩　 等：多类型保护地生态承载力核算模型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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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系统与生态过程所形成的、维持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及其效用，对应于生态系统服务中的支持服务和调节

服务；生产功能是指土地作为劳作对象直接获取或以土地为载体进行社会生产而产出各种产品和服务的功

能，对应于供给服务；生活功能是指土地在人类生存和发展过程中所提供的各种空间承载、物质和精神保障功

能，其中空间承载和物质保障对应于供给服务，精神保障对应于文化服务［２７］。 此外，相对于其他类型的国土

空间来说，保护地的游憩功能是其主导功能之一，对应于文化服务。 综上，保护地的功能空间可以与生态系统

服务相对应，从而划分为四类：生态空间、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游憩空间。
保护地生态系统以提供生态系统服务为核心，具有一定的自我调节能力［８］，当外力与人为干扰的程度超

过生态系统本身的承载与调节能力范围时，系统平衡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会被破坏。 因此，保护地内所承载

的一切活动都必须限制在生态系统所能承载干扰的阈值之内，这一承载阈值即保护地生态系统的承载力。 本

研究将多类型保护地生态承载力的定义为生态系统在保护地生态空间、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游憩空间当中

维持其重要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能力。 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多类型保护地生态承载力核算框架

Ｆｉｇ．１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ｔｙｐ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其中，生态空间是各类型保护地的核心保护区域，是保护地维持生态系统原真性、维持生物多样性、水源

涵养和水土保持功能的重要分区，是保护地珍稀野生动物的主要栖息地。 生态空间主要提供支持服务和调节

服务，是划分生产、生活、游憩空间的基础，对其他三类空间的分布起到约束作用。 由于人类活动在此受到严

格限制，生态空间主要承载对象及其活动为野生动物的生存活动，一旦野生动物种群数量超过阈值，可能会造

成植被的破坏和生物多样性的降低，从而影响保护地生态系统的支持和调节服务功能。 因此，承载阈值的内

涵是保护地维持野生动物生存的最大种群数量，生态承载力的类型为自然基础承载力。
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为原住民居住的区域，生态系统主要提供食物生产和原材料生产的供给服务，承载

的活动为原住民的日常生产生活活动，生产活动对于供给服务的消费不能超过生态系统提供的上限，以此限

定社会经济活动的规模。 同时，生产和生活空间受生态空间的约束，人类生产、生活产生的废气、废水、废物排

放不能对生态系统产生破坏，以此限定区域的人口规模。 由于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均以供给服务为主导，在
承载力核算时可以合并为一类。 因此在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承载阈值的内涵是当地主要产业类型的最大生

产规模，以及满足一定生活水平条件下的原住民人口数量。 生态承载力的类型为当地社会经济活动承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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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保护地四类空间分布模式

Ｆｉｇ．２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游憩空间是在不损害生态系统功能前提下开展游

憩活动的区域，主要提供文化服务，包括美学景观的观

赏和科普教育。 游憩空间承载的活动为访客的游憩活

动，受生态空间的约束。 但与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所不

同的是，由于多类型保护地以保护自然生态系统为主要

目的，游憩活动取决于项目和线路设计，呈点、线状分

布，游憩功能可以同时存在于生态、生产、生活空间之

中，因此游憩空间是同时叠加在三者之上的一类空间

（图 ２）。 游憩空间内承载阈值的内涵为特定的游览区

域面积和线路所能容纳的最大访客容量，生态承载力的

类型为游憩承载力。

２　 模型架构

多类型保护地生态承载力核算模型（ＭＰＥＣＣ）可以表示为：
ＭＰＥＣＣ＝ ｆ（ＮＣＣ，ＳＣＣ，ＲＣＣ） （１）

式中，ＮＣＣ 为自然基础承载力；ＳＣＣ 为当地社会经济承载力；ＲＣＣ 为游憩承载力。 ｆ（ｘ）是 ＮＣＣ、ＳＣＣ 和 ＲＣＣ
的内部逻辑关系的数学表达式。
２．１　 自然基础承载力

参考国际通用的环境容纳量计算公式［２８］，根据计算野生动物栖息地内营养供应量和个体的需求量计算

自然基础承载力（ＮＣＣ），可以表示为：

ＮＣＣ ＝
∑

ｎ

ｉ
（Ｂ ｉ × Ｆ ｉ）

Ｒｑ × Ｄ
× θ （２）

式中， ｎ 为主要食物种类； Ｂ ｉ 为主要食物 ｉ 的可食食物量（ｋｇ）， Ｆ ｉ 为主要食物 ｉ 的营养含量； Ｒｑ 为野生动物个

体每天需要摄入的营养量（ｋｇ ／ ｄ）， Ｄ 为野生动物占据栖息地的天数（ｄ）。 考虑到季节因素、野生动物栖息地

适宜度的不同与保护地保护目标的差异，将 θ 设为野生动物对栖息地食物资源的占有率［２９］。
２．２　 社会经济活动承载力

参考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的生态承载力评估模型［３０］，根据保护地生态系统服务的供给量和人类活动（生活

和生产）对供给服务的消耗量，取第 ｉ 类供给服务所能支撑的人口数量的最小值及其对应的经济规模作为社

会经济活动承载力（ＳＣＣ）。 计算公式如下：

ＳＣＣｐｉ ＝
ＴＥＳｉ

ＥＳＰ ｉ
＝

ＴＥＳｉ

ＬＥＳＰ ｉ＋ＰＥＳＰ ｉ
＝

ＴＥＳｉ

ＬＥＳＰ＋ＰＧＤＰ×ＰＰＥＳＰ ｉ
（３）

ＳＣＣｐ ＝ ｍｉｎ ＳＣＣｐ１，ＳＣＣｐ２，ＳＣＣｐ３，…，ＳＣＣｐｉ( ) （４）
ＳＣＣＥ ＝ ＳＣＣｐ × ＰＧＤＰ （５）

其中： ＳＣＣｐｉ 为第 ｉ 类供给服务的生态承载力的人口规模； ＳＣＣＥ 为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的生态承载力的经济规

模；ＴＥＳｉ 为第 ｉ 类供给服务总量；ＥＳＰ ｉ 为人类活动（生活和生产）对第 ｉ 类供给服务的人均消耗；ＬＥＳＰ ｉ 为人类

生活对第 ｉ 类供给服务的人均消耗；ＰＥＳＰ ｉ 为人类生产活动对第 ｉ 类供给服务的人均消耗；ＰＧＤＰ 为人均生产

总值；ＰＰＥＳＰ ｉ 为区域单位产值对应的生产活动对第 ｉ 类供给服务的消耗量。
２．３　 游憩承载力

参考国家标准中的旅游容量计算方法［３１］，采用面积法、卡口法、游路法三种测算方法，因地制宜加以选用

或综合运用，计算游憩空间访客容量，并结合各游憩空间所在区域的保护目标计算保护地总游憩承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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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ＣＣ），计算公式如下：

Ｃｓ ＝ Ｄ × Ｎ ＝
ｔ１
ｔ３

× Ｎ ＝
Ｈ － ｔ２( ) × Ｎ

ｔ３
（６）

Ｃ ｔ ＝ Ｃ ｔ１ ＋ Ｃ ｔ２ ＝
Ｍ１

ｍ
× Ｄ ＋

Ｍ２

ｍ ＋ ｍ × Ｅ ／ Ｆ
× Ｄ （７）

Ｃａ ＝ Ａ
ａ

× Ｄ （８）

ＲＣＣ ＝ ｔ
Ｔ

× Ｃ （９）

式中， Ｃｓ 为卡口法计算出的访客容量； Ｄ 为日周转率， Ｄ ＝游憩空间开放时间 ／游览所需时间。 Ｎ 为每批游客

人数（人次）； ｔ １为每天游览时间（ｈ）， ｔ １ ＝ Ｈ － ｔ２； ｔ ３为两批游客相距时间（ｈ）； Ｈ 为景区每天的开放时间

（ｈ）； ｔ ２为游完全程所需时间（ｈ）。 Ｃ ｔ 为线路法计算出的访客容量，即完全游道和不完全游道的访客容量之

和； Ｃ ｔ１ 为完全游道法，其中 Ｍ 为游道全长（ｍ）；ｍ 为每位游客（或车辆）占用合理游道（或线路）长度（ｍ）； Ｃ ｔ１

为不完全游道法，其中 Ｆ 为游完不完全游道所需时间；Ｅ 为沿不完全游道返回所需时间。 Ｃａ 为面积法计算的

日环境容量，Ａ 为游憩空间的可游览面积（ｍ２）；ａ 为每位游人应占有的合理面积（ｍ２）。 ＲＣＣ 为该区域日游憩

承载力（人次 ／ ｄ）；ｔ 为游完某观光区或游道所需的时间；Ｔ 为游客每天游览最合理的时间；Ｃ 为日访客容量

（人次）。
２．４　 适用范围与参数设定

多类型保护地的原有功能分区存在交叉重叠的现象。 自然保护地按被保护的重要性和可利用性， 通常

划分为核心区、缓冲区、实验区或游憩区［３２］。 因此，在进行生态承载力核算时，空间范围的界定可以在各类保

护地现有功能分区的基础上，以保持生态系统完整性为原则，遵从保护面积不减少、保护强度不降低、保护性

质不改变的总体要求，将功能分区对应于相应的生态、生产、生活、游憩功能空间，合理确定承载力核算的边界

范围。
对于三类承载力，分别参照相关文献中的方法［３０， ３３⁃３４］；搜集统计数据、调查数据，计算出每一类生态系统

服务的供给量和承载对象的个体消耗量。 由于不同类型保护地的保护目标和社会经济发展现状不一，达到承

载力的精确核算较为困难，因此需要根据案例区的自然属性、生态价值和管理目标对承载力核算中生态系统

服务消耗量设置相应的约束参数。 部分参数可能会因保护地类型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在实际应用中应根据保

护目标进行合理赋值。 其中，在进行自然基础承载力的核算时，需要根据季节设定野生动物对食物资源占有

率的 ３ 种情景，即 ５０％（低） 、７０％（中） 、９０％（高） ；社会经济活动承载力的核算以当地人民生活水平发展目

标作为约束条件；在游憩承载力的核算中，游憩活动的开展必须以服从生态保护目标为前提，因此游憩承载力

的约束参数弹性较大，应结合保护地保护目标和生态系统服务的实际情况进行合理设定（表 １）。

３　 案例研究———以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为例

３．１　 案例区概况

三江源地区是青藏高原生态系统的典型代表区域，是青藏高原特有物种的物种多样性、遗传多样性和生

态系统多样性保护的重要区域。 是青藏高原生态屏障重要的组成部分。 三江源国家公园是中国首个国家公

园体制试点区，包括黄河源、长江源、澜沧江源 ３ 个子园区。 黄河源园区位于果洛州玛多县境内，占玛多县面

积的 ８０％，介于东经 ９７°１′２０″—９９°１４′５７″，北纬 ３３°５５′５″—３５°２８′１５″之间，面积 １．９１ 万 ｋｍ２。 在其范围内有扎

陵湖、鄂陵湖 ２ 处国际重要湿地、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和缓冲区、扎陵湖⁃鄂陵湖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黄
河源水利风景区等，属于多类型保护地。 园区内包含 １９ 个行政村，居民以藏族为主，经济结构单一，主体产业

仍为传统畜牧业。 黄河源园区中核心保育区面积 ０．８６ 万 ｋｍ２；生态保育修复区 ０．２４ 万 ｋｍ２，传统利用区面积

０．８１ 万 ｋｍ２。 其中核心保育区和生态保育修复区是野生动物的重要栖息地，植被类型以高寒草原和高寒草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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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 草地面积为 ８０５７．６４ ｋｍ２ ［３５］。

表 １　 多类型保护地生态承载力数据获取与参数设定

Ｔａｂｌｅ １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ａｎｄ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ｉｎ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承载力类型
Ｔｙｐｅ ｏｆ 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承载活动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ａｃｔｉｖｉｔｅｓ

供给量获取方法
Ｓｕｐｐｌｙ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消耗量获取方法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参数设定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ｓｅｔｔｉｎｇ

自然基础承载力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野生动物生存活动
实地调样、遥感法计算保
护地植被生物量

通过采集野生动物粪便
分析其食性和摄入量

根据季节、食物共享等情景
设置不同食物资源占有率：
５０％ （低）、 ７０％ （中）、 ９０％
（高）

社会经济活动承载力
Ｓｏｃｉｏ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当地 原 住 民 生 产 生 活
活动

调查收集当地食物、原材
料产量；废物回收能力

调查统计当地居民生产
生活对各类资源的消耗
水平，废物排放量

根据当地人均 ＧＤＰ 或人均
纯收入目标进行经济规模
计算

游憩承载力
Ｒｅ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访客游憩活动
调查收集保护地游憩空
间面积、游览线路长度、
开放时间

调查人均游览时间、线路
占用长度

根据游憩空间所在区域的
保护目标设定合理人均占
有面积和线路长度

３．２　 模型与数据

本文构建了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生态承载力核算模型，通过对保护地生态系统供给能力的计算和

承载对象消耗量的统计，计算自然基础承载力、社会经济活动承载力和游憩承载力。 由于黄河源园区内的原

住民主要为农牧业人口，且平均人口密度仅 ０．５ 人 ／ ｋｍ２，畜牧业是为生态系统提供供给服务的主要来源，因此

社会经济活动承载力模型也进行相应简化。 相关数据来自遥感图像解译、青海省统计年鉴、玛多县统计资料

及年鉴、三江源国家公园规划以及相关文献（表 ２）。

表 ２　 数据内容及来源

Ｔａｂｌｅ ２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ｓｏｕｒｃｅ

承载力类型
Ｔｙｐｅ ｏｆ 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保护地空间
Ｔｙｐｅ ｏｆ ｓｐａｃｅ

对应功能分区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供给量
Ｓｕｐｐｌｙ ａｍｏｕｎｔ

消耗水平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

参考文献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自然基础承载力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生态空间
核心保育区、生态保
育恢复区

野生动物适宜栖息
地面积、产草量

野生动物食性 ［３６］

社会经济活动承载力
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生产空间、生活空间 传统利用区
草畜平衡区面积、产
草量

牧民牲畜自食量、人
均纯 收 入、 牲 畜 出
栏率

［３７］

游憩承载力
Ｒｅ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游憩空间

核心保育区、生态保
育恢 复 区、 传 统 利
用区

景区面积、道路长度
人均合理面积、合理
游道长度

［３５］

３．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３．１　 自然基础承载力

黄河源园区内的核心保育区和生态保育修复区是野生动物的重要栖息地，植被类型以高寒草原和高寒草

甸为主。 草地面积为 ８０５７．６４ ｋｍ２，占黄河源区总面积的 ５７．６７％。 黄河源园区的平均产草量为 ３３９．１０ ｋｇ ／
ｈｍ２［３３］。 黄河源园区内广泛分布的大型食草野生动物为藏野驴和藏原羚，其在栖息地的分布密度之比约为

３：１［３８］。 每只藏野驴换算为 ４ 个羊单位，每只藏原羚换算为 ０．５ 个羊单位［３６］。 经计算可得，黄河源区可以承

载的野生动物为 ２８３９９３ 个羊单位。 由此可得黄河源区在不同食物占有率情况下两种野生动物的承载力。 根

据三江源国家公园规划中植被覆盖率目标，分别计算出 ２０２０、２０２５ 和 ２０３５ 年不同食物占有率下的自然基础

９９７４　 １４ 期 　 　 　 刘孟浩　 等：多类型保护地生态承载力核算模型及应用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承载力（表 ３）。

表 ３　 自然基础承载力核算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３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年份
Ｙｅａｒ

野生动物数量 ／ 羊单位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ｗｉｌｄ ａｎｉｍａｌｓ

代表性野生动物 ／ 头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ｎｕｍｂｅｒｓ

食物占有率 Ｏｃｃｕｐａｎｃｙ ｒａｔｅ ｏｆ ｆｏｏｄ

５０％ ７０％ ９０％

２０２０ ３９７５９０ 藏野驴 ４７７１１ ６６７９５ ８５８８０

藏原羚 １５９０４ ２２２６５ ２８６２７

２０２５ ５５６６２７ 藏野驴 ６６７９５ ９３５１３ １２０２３１

藏原羚 ２２２６５ ３１１７１ ４００７７

２０３５ ７７９２７７ 藏野驴 ９３５１３ １３０９１９ １６８３２４

藏原羚 ３１１７１ ４３６４０ ５６１０８

３．３．２　 社会经济活动承载力

黄河源园区传统利用区面积为 ８７０８．５ ｋｍ２，产草量 ３３９．１０ ｋｇ ／ ｈｍ２。 根据维持草畜平衡的要求，由载畜量

计算公式［３９］可得，传统利用区的供给量，即可以承载的家畜数量为 １３４８４３ 羊单位。 ２０１７ 年一个羊单位售价

１０００ 元，青藏高原牧民平均每人每年食用肉类 ８０ ｋｇ，约合 ５．５ 个羊单位，人均其他日常用品消费支出 ３７９３．８９
元，合 ３．７９ 羊单位，由此得出 ２０１７ 年当地牧民生活成本为 ９．３ 个羊单位。 ２０１７ 年玛多县牲畜出栏率为 ３０％。
按照三江源国家公园规划，２０１７ 年三江源国家公园牧民人均纯收入应达到 ７５００ 元，经人均消费占有量公

式［３７］计算后，得到规划目标下牧民人均消费占有量为 ３２．７５ 个羊单位。 结合上文计算出的黄河源园区理论

载畜量，可得黄河源园区 ２０１７ 年的合理牧业人口承载量为 ３１１２ 人。 根据三江源国家公园植被覆盖率和牧民

人均纯收入的目标，结合玛多县统计公报和相关文献数据［３６］ 分别计算出 ２０２０、２０２５ 和 ２０３５ 年的载畜量（经
济规模）与合理牧业人口承载力（表 ４）。

表 ４　 社会经济活动承载力核算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４　 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年份
Ｙｅａｒ

牧业载畜量 ／ 羊单位
Ｇｒａｚ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总量
Ｔｏｔ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

藏羊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ｓｈｅｅｐ

家牦牛
Ｙａｋ

马
ｈｏｒｓｅ

牧民人均纯
收入 ／ 元

Ｈｅｒｄｓｍｅｎ′ｓ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ｉｎｃｏｍｅ

人均消费占
有量 ／ 羊单位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牧业人口
承载量 ／ 人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ｖｅｓｔｏｃｋ

２０２０ １８８７８０ １０２１９４ ７０８４６ １１５６ １０５００ ５３．３３ ３５４０

２０２５ ２６４２９１ １４３０７２ ９９１８４ １６１８ １４０００ ６５．００ ４０６６

２０３５ ３７０００８ ２００３００ １３８８５８ ２２６６ ２５０００ １０１．６７ ３６３９

３．３．３　 游憩承载力

本研究以黄河源园区生态空间内重要的游憩空间———扎陵湖和鄂陵湖保护分区核心区为例，计算其游憩

承载力。 由于海拔因素和生态保护的要求，设定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生态体验方式为乘坐车辆，按既定线路进

行游览。 该区域同时为国家公园的核心保育区、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国际及国家重要湿地、国家水

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和国家水利风景区［３５］，属多类型保护地。 核心区道路长度 ９８．０６ ｋｍ。 根据世界上各国国

家公园的相关规定，园区内车速一般控制在 ４０ ｋｍ ／ ｈ 以内，车辆容量为 ８ 人 ／车次。 景区日开放时间为 ８ ｈ。
设核心保育区合理车距为 ５ ｋｍ，则通过线路法计算可得，该区域日游憩承载力约 ２００ 人次 ／ ｄ。 在确定保护地

游憩空间和游览路线之后，保护地整体游憩承载力可以依托各空间内生态体验与环境教育项目和线路进行具

体核算。

４　 结论和讨论

４．１　 结论

研究以建立适用于多类型保护地的生态承载力核算方法为目标，通过分析生态系统服务与保护地功能空

００８４ 　 生　 态　 学　 报　 　 　 ４０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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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对应关系发现，多类型保护地虽然空间上交叉重叠，但是从空间功能出发，可以划分为生态空间、生产空

间、生活空间和游憩空间，分别对应于生态系统的支持和调节服务、供给服务以及文化服务。 在此基础上，研
究将多类型保护地的生态承载力划分为自然基础承载力、社会经济活动承载力以及游憩承载力，通过对现有

方法的比对和选择，构建了适用于多类型保护地的生态承载力核算框架，进一步提出了模型。 并以三江源国

家公园黄河源园区为案例区，根据规划设定的目标，对其 ２０２０、２０２５ 和 ２０３５ 年的自然基础承载力和社会经济

活动承载力，以及当前的游憩承载力进行了核算。 本研究解决了目前多类型保护地的生态承载力缺少基础理

论分析和统一核算框架的情况，为多类型保护地经济建设规模、结构与布局优化调控的科学基础，对于建设以

国家公园为主体的多类型保护地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４．２　 讨论

本研究构建的多类型保护地生态承载力核算模型，是在当前“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

系”对交叉重叠和相邻的各个类型保护地进行整合和归并优化的需求下提出的。 与传统的单类型保护地生

态承载力核算方法相比，本研究将生态系统服务与多类型保护地的功能空间相对应，将多类型保护地的生态

承载力核算方法整合到同一框架中，作为一个整体空间进行分析，具有综合性和创新性。 本研究从生态系统

服务出发提出多类型保护地生态承载力的概念，既考虑了不同类型保护地的共性特征以及核算方法的普适

性，避免了以往保护地生态承载力核算中各有侧重和计算空间重叠的现象，又在参数设定中体现了空间差异

性，使其适用于多类型保护地的实际情况。
本研究提供了一个概念框架模型，根据多类型保护地的特征，选取了每一类承载力中比较成熟且具备普

适性的方法进行计算，并未将现有生态承载力核算方法进行整体梳理，因此在每一类承载力核算方法选择标

准和依据上，还有待进一步拓展和创新；此外，由于数据获取的限制，本研究案例应用中对于游憩承载力的核

算不够详细，在后续的研究中，有待根据多类型保护地的实际情况对模型进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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